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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在智慧法院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刑事司法领域中也得到了有效的应用，其主要应用模式分

为证据辅助判断模式、专家机器人模式和智能办案辅助模式。但司法实践中，人工智能对刑事证明标准

的判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人工智能本身技术局限带来判断方式僵硬化、算法黑箱导致的安全性问题、

算法自带偏见和司法工作人员过渡依赖造成的自由裁量权受限问题以及产生判断事故后，责任如何归属。

针对上述问题，实践中可以成立专门的算法监督机构解决算法黑箱问题，通过立法确立人工智能辅助地

位，确立司法人员的主体地位，明确事故责任归属主体，加强司法人员关于人工智能的理论素养。做到

这些，才能给人工智能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发展，提供健康的生长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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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court and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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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justice. Its main application modes include evidence as-
sisted judgment mode, expert robot and intelligent case handling assistant mode. Bu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AI’s judgment of criminal proof standard. For example, the 
technical limit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elf lead to the rigidity of judgment methods, 
security problems caused by black boxes of algorithms, inherent bias of algorithms and limited 
discretion caused by excessive dependence of judicial staff, as well as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
bility after judgment accidents.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a special algorithm supervision in-
stitution can be established to solve the algorithm black-box problem, establish the auxiliary sta-
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legislation, establish the subject status of judicial person-
nel, define the subject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nd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literacy of judi-
cial personnel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ly by doing so can AI provide healthy soil for 
growth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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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判断刑事证明标准的现状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布坎南发表《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若干问题的考察》到我国大力推进智慧司法，

纵观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史，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范围越来越深入，国内外相继出现了相应的

辅助办案系统，如，英国皇家检察署证据判断辅助系统、美国“专家机器人”系统、上海“206”刑事案

件智能办案辅助系统等。这些智能系统的出现，有效地促进了传统的刑事证明标准判断方式上的创新，

与此同时，在刑事证明标准判断领域，前沿科研人员也一直在尝试将人工智能系统通过不同方式应用到

司法工作人员判断刑事证明标准的过程之中。国外的智能系统，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可以分为两类：1) 证
据辅助判断模式，指司法人员在进行刑事证明标准的判断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当前的案件证据进行

分析，对决策行为应满足的条件及结果进行预测，并得出结论，帮助司法人员分析案件证据，减少决策

时间。英国皇家检察署证据判断辅助系统[1]正是这种证据辅助判断模式当中的典范。2) 专家机器人模式。

“专家机器人”[2]是美国教授帕梅拉在《专家机器人：利用人工智能协助法官采纳科学性专家证言》提

出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用人工智能辅助法官对专家证言的可采性进行判断。“专家证言”指专

家证人基于他们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根据相关科学理论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推测所的出的结论，其功能

在于帮助法官和陪审团成员理解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专业知识。但是在美国，专家证言的使用上，法官充

当着看门人的作用，其任务是对专家证言的科学性基础进行评判，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对专家证

人的资历资质进行审查。那么，法官应怎样去评判专家证人的证言呢？答案毋庸置疑，法官怎么会有能

力去评判另外一个不同领域的权威人士所给出的证言呢？法官不可能做到样样俱通，所以专家机器人应

运而生。但是这两种模式的局限在于只能帮助司法人员对证据进行判断。反观国内的智能办案辅助模式，

就能较好地辅助司法人员判断刑事证明标准，如上海“206”刑事案件智能办案辅助系统[3]，该系统主要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现代科学先进技术，再结合图文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司法实体识

别、智能语音识别、实体关系分析、司法要素自动提取等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统一适用的证据规则指引

和证据标准指引，再嵌入公检法司法机关刑事办案系统中，以达到司法办案人员用统一证据标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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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证据进行检验、监督、把关的目的。截至目前为止，“206”系统已搭载了二十余项功能，并收集了相

关案件信息三千余万条。在实际应用中，比如盗窃罪，“206”系统会在庭审过程中对涉案证据进行“7
环 13 段”分类，把证据按放在证据链中不同的阶段，方便法官对全案证据是否达到排出合理怀疑做出判

断，或者判断犯罪行为是否符合法条的各个要素，辅助法官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判断。 

2. 人工智能判断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上述人工智能判断刑事证明标准的方式，虽然有其独到之处，发挥了人工智能相应的优势。但在实

践中，还是存在了诸多问题和争议，下文将从人工智能系统本身、运用过程和运用结果三个角度对出现

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2.1. 系统本身的技术限制 

由于智能系统本身的技术缺陷，在进行刑事证明标准判断时，智能系统自带的算法会衍生出许多问

题。如，判断方式框架化，算法黑箱，算法偏见等因素导致的判断方式僵硬，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等

问题。 

2.1.1. 人工智能系统的判断方式过于形式化、僵硬化 
在判断刑事证明标准过程中，司法人员理应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案件。而

人工智能办案系统由于设计者的初衷，对案件的进程进行了一步一步的规划，拟定了一个既存的框架对

证据进行判断。无疑是想一蹴而就，制定一把通用的尺子去丈量纷繁复杂的案件。这种做法可不可取呢？

试想，在司法实践中，科学技术的快速革新，犯罪分子犯罪的方式层出不穷，滋生大量的新型案件和疑

难杂症的案件，人工智能办案系统能以固有框架去逐一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提高司法效率吗？以“206”
系统为例，该系统只是通过对大量案件进行整理，对案件中各个要素进行分类，对每一个要素的各个条

件给予甄别判断，并且只有完成目前的步骤，才能开展下一阶段。有相关使用者说道，我在办一个盗窃

案时，“206”系统识别出案件的卷宗里缺少鉴定意见，当时还十分庆幸这个系统非常实用。但在另外一

个盗窃案中，失窃的是人民币，系统也提出缺少鉴定意见并要求进行相关的解释，我就对该系统弃之若

履了，后面在也没有使用过。综上，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判断刑事证明标准过于形式化，僵硬化，需要

技术人员进行不断的升级，有一定的滞后性，有可能影响司法的公正。法律源于生活，不能用一套固定

的规则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情关系进行简单的直接套用，这样做会把灵活多变的判断方式进行模板化，

套路化，不利于司法的发展。 

2.1.2. 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无法保障 
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是算法，不断的数据输入到结果输出，计算机可以对数据经验的自动学习生成

高级认知框架，但这种机器学习的过程是不透明的，这种不透明性导致了算法黑箱[4]的存在。一方面，

算法设计者一般也是非法学领域的高端人才，对有些专业的晦涩难懂的法律专业术语可能会产生认知误

差，这也进一步导致了算法的不确定性，导致人工智能得出的结果出现偏差。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

基本都是由第三方技术开发公司研发的，对于系统的定期维护、升级，一般也外包给这些公司。这种雇

佣关系，很容易造成不法分子通过此渠道窃取相关的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更严重者造成涉密信息的泄

露。由于卷宗的特性，里面会详细记载与案件相关的任何信息，一旦第三方技术公司掌握了这些信息，

我们就很难控制信息不被泄露，毕竟“高价之下，必有勇夫”，所以这方面我们应引起极大的重视。还

有一点，第三方技术公司可能会借助人工智能系统干预司法公正，降低司法公信力。如，腾讯和浙江高

院联手打造的“微法院”[5]，只要浙江法院审理跟腾讯公司相关的案件，公众都会心存疑虑，对判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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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抱有怀疑的态度。设计人工智能办案系统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在保障司法公正的同时提高司法效率，

但现在的情形却有点违背了设计的初衷，把司法的公正性推到了风口浪尖。 

2.1.3. 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存在主观偏见 
算法偏见[6]，近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机器怎么会带有偏见呢？前文提到，人工智能的本质是算法，

人工智能系统是技术研发人员通过计算机语言进行编写的程序构成的。在算法的编写期间，技术人员把

自己的价值判断通过算法灌输到了人工智能系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把自己的偏见移植给了系

统。在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判断时，这种偏见会让判断结果产生差异。据相关研究显示，

在美国刑事司法领域中运用的风险评估工具对被追诉一方的肤色存在种族偏见，对不同肤色的人给予了

不一样的风险评估指数，所以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存有主观偏见，并不是空穴来风。当然，就目前来看算

法偏见在国内还没出现此类现象，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内人工智能技术还在起步阶段，主要还是在做一

些简单数据分类处理，导致这种现象不明显。但我国应借鉴域外的经验教训，提前防范于未然，让此类

可能影响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判断的因素扼杀于摇篮之中。毕竟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判断关乎到无罪与有

罪的界限，是刑事领域中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键所在，所以消除机器带来的偏见问题，我们仍应引

起高度重视。 

2.2. 过度依赖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受限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技术在刑事证明标准领域，为司法判断人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提高了进行证据

审查、判断时，司法资源的利用率。“人 + 机”的刑事证明标准判断方式，也符合当下国家大力建设科

技强国，智慧法院的时代背景。但在此类智能系统的运用上，容易造成法官对智能系统的过度依赖，一方

面，这种智能系统的运用可以间接的缩小法官对自己的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范围。近年来案件检索系统和裁

判文书系统的逐渐完善，相应的智能系统也投入到司法实践的运用当中。比如前文所述的“206”智能办

案系统，让案件资源共享在法官之间成为了便捷的桥梁，法官可以随时对类似案件进行检索，查看其他法

官在针对类似刑事证明标准判断问题相应的经验和做法。但带来便利的同时，更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

若法官不能独立进行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判断，过多依赖人工智能系统，容易造成大事小事一手抓的社会风

气，造成法的滥用。人天生具有思想惰性，容易对既有的规则或模式过度套用，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起到

不良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目前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标准领域中的运用，主要涉及对刑事证据进行形式

审查，停留在对证据能力进行判断的层面，致使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和司法实践相结合的模式还停留在初

级司法人工智能阶段。但随着科技快速革新，人工智能或许可以帮助法官在进行刑事证明标准判断时，进

行一些简单的逻辑上的推理和论证。所以如何解决过度依赖问题，把握人工智能和刑事证明标准判断之间

的动态平衡，是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刑事证明标准的判断之中不被削弱的关键之处。 

2.3. 出现判断错误时责任主体如何确定 

每一个新兴事物的前期发展，解决新老问题都是其出初期到成熟期的必经之路。科技本身的滞后性，

必将导致人工智能在对新案或疑难案件中刑事证明标准的判断上出现问题。这是在智慧司法的建设过程

中我们不得不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内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这一点进行明确的规定；反观域外，人工

智能系统也主要是集中在律师事务所，其责任主体相对明朗，而在我国的法治大背景下，“人工智能 + 法
院”的智能系统办案方式的处境显得十分严峻。在我国实行法院终审制度，意味着法院是定纷止争，惩

罚犯罪分子，保障人权的最后手段，其中司法人员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判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智慧法院

的建设初衷，是为了实现同案同判，统一证据标准，严格规范司法工作人员在各个诉讼环节中的行为，

提高民众对司法的公信力。所以，在出现判断事故时，责任主体如何确定显得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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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标准判断中的三种模式，智能办案系统本身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这导致了

这些智能系统的研发一般交由第三方机构。那么人工智能在帮助司法人员进行刑事证明标准判断时出现

司法事故，将由谁来承担责任？系统本身、第三方技术研发公司还是司法工作人员？每一个责任主体承

担责任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影响，比如归于智能办案系统本身的责任，这无疑是把司法判断失误当成是意

外事故，这样做会导致公检法等司法机关怕用、不敢用甚至不能用。公检法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本身

应保证自己决策的正确性，才能提高社会的公信力，频繁的错误必将导致民众信赖被消耗殆尽，不符合

法治精神。所以，人工智能系统判断刑事证明标准时出现事故，怎样合理划分事故责任，确定承担责任

的主体，还值得商榷。 

3. 人工智能判断刑事证明标准的未来路径 

针对前文所述判断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人工智能系统更好地辅助判断证明标准，笔者将从

以下四方面对人工智能判断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路径提出建议： 

3.1. 确立人工智能的辅助地位 

通过立法确立人工智能辅助地位。当前的人工智能并没有跳出冯·诺依曼型[7]的范畴，其技术水平

还停留在弱人工智能阶段。计算机还是主要通过算法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处理加工，运用运算器、存储器

进一步处理得出结论。如，前文所述，“206”智能办案系统，或域外的人工智能系统，都是采用的这种

输出模型。这些系统大多搭载了数据分析功能、图文识别功能，可以帮助司法人员解决一些冗杂的技术

含量低的任务。所以人工智能系统受技术的局限，目前只能用于辅助司法人员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判断。

退一步讲，就算人工智能在不久的将来迎来强人工智能时代，能够在某些方面进行拟人类的行为或思考

方式，人工智能也仅仅只能起到工具性的作用。在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判断方式主要采取主客观相结

合的模式。其主观性决定了人工智能不能独立地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判断。一方面人类经验不可能全部

转化为数据或算法，尤其是那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可能根本都无法通过系统直接数据化。另

一方面，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中深度学习应用部分，主要是在语音、图像和文字领域方面有所发展，主要

是点对点方面的研究。在进行刑事证明标准判断时，往往是将不同种类的经验糅合在一起进行最后的决

策得出结论。所以其智能化程度并不影响其辅助定位。 

3.2. 明确司法人员主体地位和责任承担机制 

当然，司法人员行刑事证明标准判断时，面对冗杂的证据材料，或需要专业领域的知识进行判断的

证据，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帮助提高工作效率。比如美国的专家机器人系统，可以对专家证言进

行验证，解决法官的知识盲区。但如何把握好人工智能和法官裁量权之间的平衡，如何规范司法人员运

用人工智能系统的行为，显得更为重要。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规定司法工作者的最终决定权，

确定司法工作人员的主体地位。可以从立法的角度对人工智能进行定位，明确其辅助地位，避免司法人

员在进行刑事证明标准判断时过度依赖或滥用。通过立法的方式，对事故承担责任主体进行明确规定，

确立司法人员责任承担优先原则。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在参与刑事证明标准判断时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若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那就免不了一些司法人员抱着侥幸心理推卸责任，背离了智慧法院的建设初衷。

同时可以建立配套的人员考核机制，规范司法人员在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判断刑事证明标准的行为，可以

有效地预防司法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怠于行使法定职责和义务，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系统。 

3.3. 加强对算法的监督管理 

打造一支专门的算法监督团队。算法监督团队为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判断中提供了道路方向。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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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作为新兴产业，我们应该用正确的管理机制对人工智能进行长远的规划。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为

了杜绝算法的暗箱操作，国家应加大对算法监管型人才的培养。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时代背景开展的

现代法学教育，把人工智能加入了法学教育的大纲之中，为了响应社会的人才需求，某些大学成立了人

工智能学院以及人工智能法学院等相类似的学院，培养了许多“智能 + 法律”的综合性人才，为算法监

督团队的构造提供了契机。成立专门的公权力监督机关，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随着科技强国，智慧法

院的口号不断落实，人工智能的会越发变得智能化，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运用范围会进一步增大。当然，

其中所蕴含的算法会越来越复杂。所以，最高院应带头设立专门的算法监管部门，对人工智能的算法的

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和检验。该委员会一方面可以对人工智能系统研发初期的算法进行初步的审查，

审查合格后才能投入实践当中的运用。另一方面，如涉案人员对人工智能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判断的结果

有质疑时，可以香该部门提出申请，让其对人工智能系统的算法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请求研发公司公

示其有问题的算法。 

3.4. 加强司法工作人员“人机混合智能”相关理论素养 

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标准判断中的应用，其核心要点就是如何处理好司法人员和智能办案系统之间

的关系。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所以，加强司法工作人员本身的理论素养，有利于引导人工智能的

应用向良性发展。近来，学界主流观点是推进“人机混合智能”的建设。这种人机混合智能有两种应用

形态，其一是人作为一个计算机节点或决策节点与某个智能系统相混合形成的处理系统；另一种则是将

人的相关领域的认知模式嵌入到智能系统中，形成的一种近乎为人的系统。目前，市面上的人工智能办

案系统都采用了第一种模式。但在司法实务中，有许多司法人员思想极端片面，两极分化严重，要么用，

要么不用。不可否认，人工智能系统还有诸多方面的不足，如前文所述“206”系统会在人民币失窃案件

中出现对证物提供鉴定意见等类似错误，但我们应怀着包容的态度对待人工智能，遇到问题时，及时向

相关部门反馈即可。为了能够正确引导类似现象，加强司法人员对人机混合智能的理论素养有着十分重

要的价值，可以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刑事司法领域快速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所以加强司法工作人员有关

“人机混合智能”相关理论素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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